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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75周年 | 促转会将解散，台湾转型正义工程完成了吗？

“时间就是转型正义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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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 萧伶伃 评论

今年（2022年）是二二八事件的75周年。 


二二八是台湾战后史的重大扉页。它是以国民党政权为名的“国民政府”、自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接管台

湾后，第一波贯穿台湾西岸的流血镇压事件；它是战后初期那一辈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却也是共同的噤

语。这一事件，也成为台湾社会定义“国民政府”为“国家暴力施行者”的第一个证据。

但台湾提出这份证据的发声来得很晚。横越整体自194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社会

在国民党政权的压制下，长期以“内战语境”理解两蒋政权的镇压作为。反共、匪谍、肃清、光复大陆，都

是常见的字眼。这些语汇共同导向单一认知：“被镇压的对象都是国家的敌人、对其政权不利之人”。政

权、国家、社会，本该出现差异甚至张力的三个面向，却在高压的政治统治下，被一式弭平。

1979年12月10日的美丽岛事件，是台湾第一个正式以“人权”为名，以“政治压迫”的语境、公开反抗国民

党政权的抗争行动。当时美丽岛杂志社的成员，包含黄信介、林义雄、陈菊、吕秀莲、张俊宏、姚嘉文、

许信良、施明德、林弘宣、邱茂男、王拓、蔡有全等人，在世界人权日当天，公开以“受难视角”定义台湾

社会的戒严处境，疾呼对民主自由的要求。美丽岛事件最终成为自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压

迫日常化历程中，第一场最剧烈的街头流血镇压冲突。

美丽岛事件的爆发撑出台湾社会在二二八事件后的第一个发言空间，但台湾隔年就发生了第二起二二八事

件：林宅血案。1980年2月28日，美丽岛事件成员之一林义雄的台北家中遭逢血案。林义雄当时正被囚

禁，他的母亲、一对双胞胎女儿遇刺身亡，仅当时9岁的第三个女儿林奂均身负重伤而幸存。林宅血案成为

台湾历史上关乎二二八记忆的另一道伤疤，至今有关此凶案的真相仍未大白。

直至1987年2月，海内外声援纪念二二八的团体共同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并由郑南榕担任秘书

长，发起于该年2月28日的纪念游行。这是台湾战后政治史上，第一次直接由民间公开呼吁承认二二八的

受难史，以“平反二二八”为名的纪念活动。


所谓的平反，意旨颠覆国民政府在台湾施行镇压的正当性。在这一年，平反二二八的活动从2月延续到3

月，公开的群众聚会与游行，串联起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台南、高雄、屏东各地，并同时在林义雄

安葬母亲与两个爱女的宜兰举办追思会。在那一年，台湾社会不仅仅撑起“二二八为政治受难事件”的视角

与论述空间，并由甫成立不到一年的民主进步党党主席江鹏坚牵头，在台北公开举行祭拜二二八冤死者的

仪式。

二二八事件届满40年的1982年，一个视角终于在逐步民主化中的台湾公开浮现：40年前死在国民党政权

底下的不只是“政权的敌人”，也是不幸的“威权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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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的不只是 政权的敌人 ，也是不幸的 威权受害者 。

而在二二八事件75周年的今年，台湾首个以官方为基底的转型正义工作代表团队，《促进转型正义委员

会》（后简称《促转会》），也即将在5月任务届满解散。解散的前夕，关乎二二八事件与整体戒严压迫历

史的平反，我们是否已穷尽一切可能，寻回正义？

2021年9月19日桃园慈湖，一尊蒋公像被山上的植物包围。摄：陈焯煇/端传媒

悔悟文化的遗憾：档案工作的困难 


论述台湾政府对二二八的平反工作，大致可以将此理解为政府如何建构起属于台湾的“悔悟文化”。转型正

义最重要的两项工作正是：确认加害事实，以及推动伤害平反。

确认加害事实意谓揭露并陈述加害的行为事实之外，并追索调查勾勒出加害的行为体制与其原因。换句话

说，在转型正义工作中，我们会追问：“谁受了伤害？谁加害了谁？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类伤害发生？”更

直接的，我们会问，“为何我们会拥有这样的政权，以及，我们将如何避免持续诞生出此类政权？”


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外来性，未能提供如何避免台湾国内培养出相似政权的解方。也因此，在过去这几十年



的台湾转型正义论述与运动声浪中，主流声音多聚焦在追索加害者体制此一阶段。

1995年时任总统的李登辉，在首座官方支持的二二八纪念碑落成之际，首次公开向家属致歉：“承担政府

所犯的过错，并道上深挚的歉意。”从这一段话开始，李登辉代表政府面向二二八事件建构起悔悟文化的第

一个基础。

李登辉以总统身份的官方致歉，是承认国家的责任的第一步。然而，攸关整体事件的责任厘清调查，事实

上并未如想像中顺遂。

原因在于，尽管二二八事件可以说是国民政府紧缩政治控制的重大关键，但与白色恐怖不同的是，它是立

即性、高度武装性的血腥镇压。尽管白色恐怖所面临的恐怖治理多有类似的抗争场景，但整体仍以“内战体

制日常化”的长时间体制为主。因此关乎二二八事件出面说话的多是受害者家属，因为多数受难者早已受害

罹难。

而不论是二二八与后续的戒严体制，促转会在协助政府堆砌悔悟文化的工作中，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开

放政治档案。

开放政治档案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基础工作，不论是否需要咎责或者达成和解，这都是转型正义的第一基

本步骤。然而，促转会单靠本身的法源并未有效全面确保其独立性。依照《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促转会

明定台湾转型正义需要处理的时间框架以 1945 年 8 月 15 日起至 1992 年 11 月 6 日止。可是，身为中

央二级独立机关的促转会，并未有更多的法源支持他们向各政府部门调阅上述时期内的政治档案。

这中间，遭遇机构认定“涉及国家安全”的资料，都难以调动、调阅。促转会的独立性更像是在权力网络中

的孤岛，而非受到国家支持的任务型机构。

直到2019年7月24日《政治档案条例》公布后，政府各部会机关重新检讨档案解密、管理，整体真相调查

工作始有进展。但事实上，以“林宅血案”为例，促转会的真相调查仍然出现非常多的障碍。

根据促转会于2020年公布的《林义雄宅血案调查报告书》，整体档案调查仍旧受限于档案调度的问题，即

使在《政治档案条例》的支持下，终于让林义雄一家曾于案发前遭到监控的证据浮出水面，但也因为该条

例的限制而未能及时向公众公开（如移转机关（构）表示有严重影响国家安全或对外关系之虞，则可至迟

应于档案届满五十年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更不要说，即使促转会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疑似凶手曾经使

用过林宅家用电话的线索，但因录音档已毁损，而难以确认个体层次的加害者轮廓。

于是，促转会针对林宅血案的调查，仅初步肯认其加害行为事实中实存“国家的身影”。然而，关乎“谁的下

令？”、“为何下令？”，以及如何执行的种种过程，难以被清晰勾勒，几乎无法得到一个明确肯定的结语。



2022年2月25日，八堵火车站旁的二二八纪念碑。摄：陈焯煇/端传媒

受害与加害的二元视角，和解共识的匮乏 


转型正义必然需要社会、历史与法制工作并行。若整体社会与国家面对“如何达成和解”的共识并未持续深

耕落地，那么即便转型正义工作持续推动，也往往挑动社会集体焦虑的敏感神经。

依促转会委托台湾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调查报告《威权统治时期校园与社会监控之研究》，单以1980年代

的台湾，便有全国预定布建线民人数达3万线民；其中应有40%平均分布各行政村里，另外60%则要“平均

分布于社会结构各层面”。然而，台大在报告中也提出，将戒严时期的台湾视为受害与加害的二元视角，并

不贴近当时的社会实境。在加害体制“内战日常化”的过程中，社会中的多数人承受著受压迫者与协力者的

双重身份。社会中每一个幸存下来的人，都有机会在受限制的前提下，成为巩固压迫体制的一员。

去年，民进党立委黄国书因遭曝曾在戒严时期为国民党当线民，而宣示退出政坛，也再一次突显出台湾社

会在转型正义操作过程中，并未形成有效的和解共识：为什么我们需要和解？以及如何和解？真相揭露带

给我们的共同意涵是什么？责任的追究与归属将需要推展到何种程度，需要在司法上被追究吗？



在上述共识未能与转型正义工作同步的情况下，我们不难看见各政治领袖在带领社会一同面对真相、堆砌

和解论述的路途中，选择转身的姿态。比如曾经以“墨绿”与“二二八受难者家属”身分现身的台北市长柯文

哲，在2018年顺利连任市长之后，连年选择以“一日北高脚踏车”的方式，强调用汗水取代泪水纪念二二

八。

姑且不论汗水事实上取代不了流过的血泪，柯文哲激发出的驳论在于，当他以政治领袖身份选择骑脚踏车

穿越北高，对二二八事件本身带来的的和解意涵为何？

事实上，柯文哲透过脚踏车骑乘过的县市，多有二二八事件中重要的伤亡场景，也就是国家暴力的现场。

然而，在公开的行程中，一日北高脚踏车事实上失去了面对二二八的立场，骑乘途经的西岸县市与二二八

事件在此行程中失去连结。在柯文哲的行程中，二二八并未因其政治受难者家属或台北市市长身份而获得

重视与体现，相反却步上彻底架空的境地。于是，当柯文哲又回过头以政治领袖身份向民众喊出，“一群人

可以走得比较远”的时候，不禁会想追问，我们是否已确定将走向何方？

民主时代下，政治领导人面对过去政治上的恶，重点从来都不是其个人的情感与念头，而是如何在关键的

时间点，带著社会去思考。也因此，当整体社会并未对和解的步骤与共识达成确立之前，我们会看到每一

篇调查报告出来时，社会如惊弓之鸟的集体焦虑，或是政治人物转身回避其带领社会往前思考转型正义的

公众责任。

除了柯文哲引发的争议之外，总统蔡英文在今年年初背书蒋经国生前故居修复完毕落成，也再一次地扰动

台湾社会。而这些都只是一再凸显出台湾转型正义的困境：面对和解的定义与如何达成和解，我们尚未有

明确共识。



促转会代理主任委员叶虹灵。摄：陈焯煇/端传媒

促转会解散，谁来继续转型正义工程？ 


悔悟文化的建构往往不仅仅需要仰赖真相的调查，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厘清行为事实责任的同时，一再沟

通、确认往回探究的目的。因为最根源的目的不在于狭义的缉凶，而在于追问出为什么，避免台湾社会培

养出下一个威权体制。

促转会自2018年5月成立，历经两次任期延长，将于今年5月结束任期解散。随著促转会的告终，悔悟文

化累积出的结果可以分成三大部分：档案真相的汇整、厘清与公开；不义遗址与加害体制的指认；以及，

针对国家暴力正当性的颠覆。

在国家暴力正当性的颠覆中，促转会延续二二八平反工作累积的基础，将“补偿”条例改为“赔偿”条例，并

正式取消政治受难者的“被告”身份，明确定义战后国民党政权施行政治审判与压迫的不正义。

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促转会的先天体质不良：相关法令与配套措施并未同步跟上，反而是在工作过程

中，逐步审议立法完成，如迟到的《政治档案条例》与其法令本身仍多有限制，因而出现林宅血案的调查

仍有遗憾之处。

很明显，政府不是没看到促转会在任务操作上的困境。于是，各路补救措施陆续出现。像是行政院甫于今

年1月通过“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回复条例”草案，企图立足在承认政治受难者的“受害”基

础上，设置“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回复基金会”，在财务与人身损害上，对受害者进行具

体赔偿与权利恢复。

再加上，促转条例持续提出修正草案，包含将促转会业务转回行政院，设置“推动转型正义会报”，由行政

院院长担任召集人，并于院内设置“人权与转型正义处”作为会报的幕僚单位，延续转型正义工作。事实

上，上述法案都仍在等待国会审议，是否能在五月促转会解散后，即时上路无缝接轨，目前仍是未知数。

促转会并非台湾转型正义工作中唯一的任务机关，其他的包括不当党产委员会，以及常设机构档案局、文



化部辖下人权博物馆等，都是推动转型正义工作的重点团队。但促转会的落幕事实上带来的问题，除了过

去种种争议导致失去公信力之外，促转会也因为无法被充分授权，以致于在跨部会的档案工作与相关和解

工作中难以前进。

于是，如果将促转会的落幕视为转型正义工作从例外状态转入常态化的第一步，那我们或许要追问的是，

以行政院长为首的“人权与转型正义处”该如何有效继承促转会留下的遗产，并有效调度各机关，一起带著

台湾社会走入下一阶段的和解之路。

或许，我们可以更进一步问，如果促转会作为独立机关皆难以撼动既有的体制，上述组织与体制设计又如

何确保，接下来将在体制内运转的转型正义工作，如何得以落实并不受各机关既有的运作挑战与杯葛，为

台湾打开下一阶段的和解之路？

2022年2月23日，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摄：陈焯煇/端传媒

在终点来临之际：让和解论述珍藏伤痕记忆 


记忆是幸存世代独有的资产。过去三十年，台湾学术圈与历史工作文化圈，积极追索关乎台湾政治压迫史



与抗争史的记忆。我们看见台湾政治受难者在反共语境下，难以直白揭露自己曾是“企图或实质反抗国民党

政权”的身份，总是以“无辜化”与“去政治化”的受难身份现身。我们不难看见他们口述自己年少岁月无涉政

治却身陷囹圄的无辜与不幸。

在二二八事发届满75年的此刻，我们可以预见，随著幸存世代的消逝，记忆正逐步逼近终点。栽培真正根

植台湾社会的和解论述是保留受害世代记忆的唯一途径，也是推动台湾社会追问如何避免下一个压迫政权

发生的唯一动能。只是，在促转会曲折颠簸的四年任务结束之际，属于台湾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和解

论述，才刚刚长出雏形，如何避免促转会的落幕变成台湾建构悔悟文化与相关记忆的终曲，已是我们此刻

面临共同的挑战。

像是，当不义遗址逐步被确认之际，在两蒋政权下以纪念蒋介石为名的中正纪念堂本身的历史定位该如何

处置，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带领社会讨论。即便在不全面改名的前提之下，如何在空间中创造空间解

严，如拆除围墙破除或移除雕像其神圣性，将是在蔡英文卸任之前，最重要的指标功课之一。

在郑南榕于1987年第一次上街高喊反二二八的35年之后，我们需要加快脚步，共同捍卫整体社会面对转

型正义的基础与达成历史和解的目标。诚如促转会曾经公开呼吁：“时间就是转型正义最大的敌人。”


